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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商君书》非一时一人之作。 郑良树指出,《商君书》“应该是商鞅及其学派的集体著作”。 参见:郑良树《商鞅及其学派·前言》,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第 2 页。 本文采纳这种观点,将《商君书》的作者称为“商鞅学派”。

“治国者贵下断”:《商君书》的
基层民众自治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张　 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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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战国时期,氏族解体、贵族衰落、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频繁剧烈的战争,使得基层民众的治理成

为重大问题。 对此,《商君书》提出了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
基层民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 国家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能够有效地将分散的民

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基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可以通过给予民

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培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 如此,新型国家及其民

族和文化才能在“大争之世”稳稳立足并求得进一步发展。 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
无疑是一笔宝贵的本土性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 法治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的行使范围,让司法与行政

适度分离;普法的广泛和有效,使得司法和民众可以监督行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保持国家的纵向

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利之间的动态平衡。 这对于解决现代基层群众自治悬空或空壳化问题,避免

地方政府对基层群众自治权利的侵蚀,真正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商君书》;基层民众自治;法治;自治;商鞅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3)04-0126-11

一、问题的缘起

在中国古代,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的熏染,学者们对《商君书》 ①的评价以负面居多。 近代以来,随
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商君书》等法家著作重新获得人们的重视。 虽然章太炎等人对商鞅评价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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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商君书》无多精义,不过记录了一些具体的政策。 比如,吕思勉以为《商君书》
之所论,则“一民于农战” [1]一语足以尽之。 他对《商君书》的评价,显然有碍于人们从多个角度对

之进行深入研究。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披沙沥金,《商君书》能够流传至今,其中必定含有诸多颇具价

值的内容。 近年来,学者关于《商君书》的研究日益增多,且涉及范围广泛,涵盖法治、农战、人口、治
吏、经济、军事、历史观、人性论等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不过,在《商君书》基层民众自治思

想及其现代价值的研究方面则颇为薄弱②。 事实上,《商君书》有内涵丰富系统的基层民众自治思

想。 《商君书》的《定分》篇三次使用“自治” ③一词,而且“自治”的主体是普通的民众。 《说民》篇亦

指出,“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2]84,无论官吏还是民众,都应该根据国家的制度自我治理,
而不必一味等待、听从君主或官员的指令。 这里虽然没有使用“自治”一词,但毫无疑问表达了自治

的理念。 因此,对《商君书》自治思想的考察不能拘泥于单个语词的具体含义,而应深入到其思想体

系中来认识。 此外,在探讨《商君书》的自治思想时,应充分考虑到其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及其面临

的首要问题,尽量做到同情之理解。
任何国家的政治实践,都不能脱离本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尤其是在拥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

更是如此。 因此不少学者在当代基层群众自治的研究中,均注意到我国古代的基层自治在正反两

方面的深刻影响。 然而,不仅《商君书》等法家经典中的基层自治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他先

秦诸子亦复如之。 诸子思想是中国古代最具原创力的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至深至远。 如果缺

少对诸子基层自治思想的研究,关于古代自治传统、自治文化和自治思想等方面的研究无论如何都

是不完整的。 一般而言,对古代基层自治的研究,多侧重于秦汉以后历代王朝统治下乡村的绅权、
宗族、以儒家思想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等方面。 秦晖的观点,即我国古代乡村社会的自治形态是

“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 [3] ,仍然具有相当强的代表性。
由此而引出的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多围绕着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德治、乡贤以及

多元化社会自治组织培育、公共产品提供、社会自治能力和自治意识的培养等内容来展开。 然而,
在我国这样一个历史上法治传统和个人权利意识较为薄弱的国家,面对当前基层群众自治发展中

的一些问题,更能够从先秦法家的思想中获得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可见,与侧重德治的儒家思想相

比,《商君书》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众广泛动员

和参与的基层自治思想,不仅对于我国当前的基层群众自治实践有较大的借鉴价值,而且作为中国

本土的历史思想资源,对于我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二、“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基层民众自治的必要性与基本条件

《商君书》在战国时期提出基层民众自治思想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 如所周

知,春秋战国是一个社会剧烈变动的时期。 西周建立后,限于历史条件,周王室中央无法有效地实

现对广阔地域和众多民族的垂直式直接治理,因此实行具有地方自治或曰贵族自治性质的分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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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据笔者阅读所及,在有关《商君书》的论著中,基层民众自治思想鲜有涉及,目前仅有夏增民的《评〈商君书〉的“自治”观》(《咸阳师范学

院学报》2007 年第 3 期)这一篇论文,专门研究《商君书》自治思想。

 

“自治”一词在同一篇中三次出现,但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 蒋礼鸿、高亨、张觉、贺凌虚并未给出注释;在今译时,高亨、贺凌

虚只是照录原文,张觉将“自治”翻译为“管住自己”“管好自己”“管束自己”。 在他们对《商君书》所做的解析中,自治思想几乎均被忽

略。 参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 年;张觉《商君书校疏》,北京:知识产权

出版社,2012 年;贺凌虚《商君书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 年。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年第 29 卷第 4 期　 　 　

是现实的合理选择。 同样,具体到每一个封国,封君的治理范围一般也限于为数有限的大小贵族而

不能直达基层。 基层民众一般按照血缘关系依附于各个氏族,接受作为族长之贵族的保护和治

理④。 离开了氏族,个人很难生存下去。 只有在面临《周礼》所谓“国危” “国迁” “立君”之类的重大

问题时,全体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国人”才会被召集起来共同决策。 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和生产力

的大发展,从春秋后期开始的社会结构变动,到战国时期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演进。 氏族共同体的

解体,贵族的衰落,致使基层民众的治理出现了一定的真空状态。 然而,在兼并战争愈演愈烈的情

况下,基层治理的失效,使得君主无法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也就不可能实现国

家的富强。 《商君书》一针见血地指出,“凡治国者,患民之散而不可抟也” [2]52。 就秦国的情况而

言,商鞅入秦之前,秦献公已经采取以地缘为核心的“为户籍相伍” [4]289 政策打击氏族。 商鞅入秦

后,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更是采取一系列严厉的措施拆分大家族。 “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

赋” [5]2230;“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 [5]2232。 民众如果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年的儿子,必须分

家,否则加倍征收赋税;父亲和成年的儿子,成年的兄弟都不得共同生活。 因此,经过商鞅的改革,
秦国的血缘氏族共同体较之山东六国更加迅速地解体,这同时意味着,秦国建立相应的基层管理体

制的要求也愈益迫切。
频繁剧烈的战争在促进国家的形成和国家机器的改造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商鞅在秦国改

革的重大目标之一,就是建立新型的国家政权,以适应战国时期的历史形势⑤。 这种新型的中央集

权式君主国家,较之从前,职能更加扩展,权力更趋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力空前加强。 这在很大程度

上得益于取代了贵族制的官僚制以及与之相配套的郡县制。 “凡将立国,制度不可不察” [2]120,适应

现实且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政治制度是建立新型国家政权的关键。 官僚制和郡县制在强化君主和

中央集权、打击旧贵族离心势力、加强国家对资源的汲取能力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于基

层治理而言,最理想的状态,也许是由国家任命的官吏深入到每一个乡邑村落,从而将国家的意志

落实到最底层。 然而,这种所谓的理想状态不仅是不可能,而且是不可欲的。 不可能,是因为国家

要供养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必须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财政能力。 在古代发展缓慢的农业经济

条件下,国家收入相当有限。 如果仅给予官僚们特别是与民众直接接触的基层官吏微薄的薪俸,很
可能导致他们不得不滥用职权来谋取私利。 如果出于“养廉”之类的目的给予他们较为丰厚的薪

俸,则意味着国家对民众的过度索取。 上述的两种情况对于政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不可欲,是
因为官僚制本身固有的弊端。 商鞅学派曾经指出,“奸臣鬻权以约禄,秩官之吏隐下而渔民” [2]170。
官僚作为一个群体,有自己的独特利益,“上不与君同,下不与民同”,很有可能贪污腐化、以权谋私、
鱼肉百姓。 即使国家采取各种手段监督和控制官吏(尤其是中下层官吏),收效亦比较有限。 因此,
在地方行政方面更为现实的解决办法是实行基层自治,将国家政权深入到某一级如县或乡为止。
如此,国家政权并不与具体的个人接触,而是通过非官方的乡闾领袖来实现对基层的管理,吸纳基

层资源。 这样有多方面的好处。 首先,由于国家供养的吏员数量减少,可以减少财政支出,从而减

轻对民众的索取,有利于社会稳定。 “官属少而民不劳……官属少,征不烦” [2]32,因为官员数量较

821

④

⑤

 

政治统御力量要透过氏族组织才能到达基层社会,这种结构到西周晚期似乎仍未改变。 参见:杜正胜《编户齐民》,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90 年,第 22 页。
“在商鞅之前是保守的、贵族的、宗法的礼治时代;在商鞅之后是革新的、君主的法治时代”。 参见:陈启天《商鞅评传》,北京:商务印书

馆,1934 年,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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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为了供养他们而向民众征收的赋税就会相应减少。 同时,官员数量的减少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

行政效率的提高。 其次,一般而言,基层自治为乡闾的上层人士(父老、豪杰、富人等)作为领袖(杜

赞奇称之为“乡村精英”)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机会。 这不仅有助于减少改革所遭遇的阻力,加强他

们对国家政权的认同⑥,而且以他们为中介来联系国家政权与具体个人,对相对弱势的个人而言能

够在一定程度上缓冲国家政权的压迫性作用。 减轻民众负担,给予基层民众的上层以参政机会,都
能够加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稳固统治的根基。 因此,在基层实行自治具有必要性。

与传统的贵族自治或者地方自治不同,新型国家中的基层民众自治不是无条件的。 首先,自治

的主体必须是独立身份的个人。 这种意义上的个人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变

动的产物。 正如梅因所言,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是一个从“身分到契约” [6] 的运动。 人们逐渐从各

种依附关系和束缚中挣脱出来,成为更加独立自主的个体。 就战国时代而言,如上所述,随着血缘

氏族的逐渐解体,贵族的衰落和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了宗族的束缚而获得更

为自由的生活。 铁制农具的广泛运用和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一家一户的个体生产成为可能,从而

为小家庭和个人的出现奠定了物质基础。 商鞅学派不仅清楚地看到了社会结构变动的历史趋势,
而且采取措施加速血缘宗族的瓦解。 在拆分以大家族为核心小家庭的同时,商鞅学派进一步完善

了秦国的户籍制度。 “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2]223,秦国的所有人口,无
论男女老幼,均被登录在政府的版籍之上,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 根据秦国的法律,只要“有名于

上” [7]13,就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一份土地以资生活。 有了土地,人们就能比较彻底地摆脱对原血缘

氏族的依附关系,获得一定的独立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个人刚刚摆脱了原先血缘共同体的束缚,
随后即被国家编入以地缘为中心的新型组织中,这就是秦国的什伍制度,“令民为什伍” [5]2230。 即便

如此,什伍制中的“公民”(由国家控制的人口),相对于原先的宗族成员(由贵族控制的“私人”),其
身份显然更为独立。 考虑到当时的历史条件,真正能够参加自治活动的主体,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个

人或公民,毋宁说是每个小家庭的男性家长。 即便如此,这仍然是一种历史进步。
其次,基层民众自治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持与保障。 基层自治作为一种新事物,本身就是国家政

权建设的一部分。 国家从宏观上规定了基层自治的基本框架,包括自治的范围、自治的基础以及自

治的形式等,从而使得基层自治始终处于国家的有效掌控之中。 基层自治需要在一定的规则之下

实施,在商鞅学派看来,基层自治的基础自然是由国家制定并广为公布的成文法。 换言之,自治应

以法治为基础。 此外,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治理,需要借助当地精英的资源和影响等来实现。 如此,
国家势必要授予或默认他们的某些权力,以便于他们完成各项职责。 不过,无论是通过民众推选还

是由政府指定,乡闾领袖在大多数情况下均为当地有名望有势力之人。 他们如果借助国家政权或

明或暗的支持,而不受限制地发展起来并演变为地方豪强,那么不仅可能侵害普通民众的利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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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廷顿指出,要摧毁盘根错节的传统权益,常常需要动员新的社会势力参与政治,因此一个正在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还必须具有将现代化

造就的社会势力吸收进该体制中来的能力。 (参考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第 119 页。)商鞅变法旨在摧毁旧的贵族政治,建立更加适应广土众民社会的新型中央集权式君主制国家。 在某种意义上,这不啻是一

次现代化变革。 战国时期的新兴势力或集团,主要有军功阶层、国家的广大编户齐民、士人和商人等。 商鞅通过军功爵制和基层民众

自治,有效地将军功阶层和齐民特别是其中的精英人物动员起来,加入了新国家的政治活动。 官僚制的施行使得士人也能够被动员起

来参与国家政权。 如此一来,国家的统治基础扩大了,有利于摧毁旧贵族势力。 不过,商人也受到了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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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蜕变为威胁国家政权的离心势力⑦。 因之,国家对基层自治的监督不可或缺,特别是要强力打

击豪强势力,这亦是商鞅学派反复提到要“去强” “弱民” [2]238 的原因所在⑧。 国家政权在为基层民

众自治保驾护航的同时,基层民众自治由于能够提高社会成员特别是中下层民众参与社会进程的

自觉性,能从根本上激发秦国中下层社会的活力,让秦国的多数人受益,就起到了稳固改革成果、夯
实国家政权的作用,从而为实现富强并成功地进行对外兼并扩张铺平了道路。 换言之,国家政权和

基层民众自治实现了良性互动。
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公权力与基层自治,或者说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良性互动以外,还存在更加

复杂的关系⑨。 国家虽然为自治提供基础和保障,但是很有可能因为行政权力本身所具有的扩张性

和官僚制的固有弊端而不断侵蚀基层的民众自治。 在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较为悬殊的情况下,
更是如此。 公权力过分扩张导致的基层自治软弱无力,不仅会损害民众的权益,更会逐渐挖空国家

认同的基础,导致政权的动摇乃至坍塌。 因此建立有效的体制,逐步培育和提高基层民众自治的能

力,使得社会具有一定的与国家公权力相抗衡的能力,维护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动态平衡,对于基层

民众自治和国家的和谐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
战国时期巨大的社会结构变动和激烈频繁的战争,极大地促进了新型国家的产生和国家政权

的建设。 新国家亟需加强对基层的治理,以抟聚分散的民众于国家体制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
实现对人力、物力资源的管控和有效汲取。 由于国家经济实力有限和财政能力不足及官僚制本身

固有的弊端,基层民众自治作为新兴中央集权式君主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分具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对此,《商君书》有清醒的认识,基层民众自治在《商君书》的政治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毕竟,对
任何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而言,基层的稳定都不是无足轻重的。 “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

自治也。 故明主因治而终治之,故天下大治也” [2]288。 民众明白国家的法令,就可以趋利避害,实现

自治。 在民众自治的基础上,君主才能够实现本国以至于天下的良好治理。 可见,基层民众自治对

国家治理至关重要。 基层民众自治符合商鞅学派政治思想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治省” 或曰“治

小” [2]245。 一般认为,先秦法家诸子皆主张君主高度集权,乾纲独断,似乎整个国家从上到下无不处

于君主严密而残酷的掌控之中。 事实上,深入文本即可发现,商鞅学派也好,韩非子也罢,他们都认

为以君主为代表的国家公权力应该有确定且有限的职能范围。 《修权》篇曰:“立法明分。” [2]166 分,
即权利;明分即意味着用法令对权利和权力边界做出划分。 商鞅学派指出,“治大,国小;治小,国
大” [2]245。 君主或者国家公权力管辖的范围越大,国家反而治理得越糟糕;君主只有自觉地将自己

的职权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才能使国家得到较好的治理。 那么,君主的职权范围如何确定呢?
“故圣人明君者,非能尽其万物也,知万物之要也。 故其治国也,察要而已矣” [2]47,即使是圣人明君

也无法完全知晓世间万物,他们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把握万物的要领。 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
君主必须在千头万绪中抓住主要矛盾,才能有效回应时代挑战。 在战国时代,最重要、最紧迫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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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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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在给汉武帝的上疏中指出了地方豪强对民众的欺压,“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 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
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 参见:(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137 页。

 

应该指出的是,地方豪强大族在基层民众自治方面的作用具有双重性。 如果豪强势力过分发展,他们就会消灭或彻底破坏基层民众自

治;如果地方士绅大族得到适宜发展,他们便是基层民众自治的生命和灵魂。 概言之,对乡闾精英或地方豪强大族,国家要实行“胡萝

卜加大棒”的灵活政策。

 

国家政权建设和基层权威构成权力竞争,二者互相具有负面作用。 国家权力的扩张及其与基层自治的对立,构成了国家政权建设最主

要的特征。 参见: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 年第 9 期,第 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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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通过改革建立行之有效的制度,实现国家的转型和富强,从而确保生存和发展。 因此,君主应

该抓大放小,理性放权,将基层的某些事务交给民众自我治理。 这也就是“治国者贵下断” [2]84,“下

断”即是君主放权,由基层的官吏和民众按照法令自我治理。

三、立法·明分·自治:《商君书》以法治为基础的基层民众自治思想

“自治”一词在《商君书》中共出现三次,集中在《定分》篇:“故知诈贤能者皆作而为善,皆务自

治奉公” [2]283;“名分定,则大诈贞信,巨盗愿悫,而各自治也” [2]286;“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
皆以自治也” [2]288。 《定分》篇是《商君书》的最后一篇,以秦孝公对商鞅的问话开始:“公问于公孙

鞅曰:‘法令以当时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无私,奈何?’” [2]279 秦孝公的

问题着眼于如何让官吏和民众迅速而广泛地了解并遵守国家制定的法令,而商鞅不仅回应了秦孝

公的关切,还勾画了一幅以国家为主导、以法治为基础、以制度为保障、以乡闾精英为主体、基层民

众广泛动员和参与的基层自治图景。
《商君书》的自治主张大致分为两个层次,即个人(或家庭)的自治和微型共同体的自治。 “有

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 [2]84,治理优良的国家,官吏处理事务不必听候君主的命令,民众也不

必等待官员的指示。 人们都按照法令的明白规定,各自履行职责,维护自身利益,实施自我治理􀃊􀁉􀁒。
商鞅学派认为,有三种治理国家的类型,即“断家、断官和断君” [2]84。 “断君”,即事务无论大小都要

由君主做出决断。 与之相应的是“宿治”,即事务隔了一夜才能得到处置,这样的国家无疑已经处于

衰亡的边缘,“以宿治者削” [2]67。 “断官”,是指事务主要由官吏处理。 与此相应的是“夜治”,因为

事务繁多,官吏在晚上才能处理完。 这样的国家比“宿治”要好一些,“以夜治者强” [2]67。 最理想的

是“断家”,即普通民众在家中决断是非,自我治理,无须官吏和君主的干预。 “器成于家,而行于

官” [2]84,表面说的是民众在家中所制作的器物符合国家标准,实质上是指民众在家中所做的决定符

合法令,因而能够得到国家的承认和保护。 如果说“断家”还侧重于以家庭为单位的自治,那么“民

断于心” [2]84 即“断心”则明白无误地指向了个体的自治。 与“断家” “断心”相应的是“日治”,因为

民众可以自我管理,一般事务无需官吏和君主操心,所以政府需要处理的事务较少,当天即可完成。
这样的治理方式最为理想,“日治者王” [2]67。

如果说“断家”“断心”还局限于个人或小家庭实行的自我治理,那么“以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

者强” 􀃊􀁉􀁓的说法则提示我们,商鞅学派还有关于基层微型共同体的自治设想。 贺凌虚认为“以五里

断”是“由邻里裁决” [8] 。 换言之,“以五里断”就是民众自主地按照国家法令(或许还有民俗乡约)
所进行的自治活动。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自治从来也不是也不能局限于个体的自我治理,而一般表

现为由个体组成之团体的自我治理。 自治的团体可以是一个氏族,一个城邦,也可能是一个村落,
一个乡镇;可以是自然形成的,也可能是某种外力作用的结果。 就《商君书》而言,自治的团体是由

国家行政力量以地缘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即基层行政单位“乡、里、什伍”等。 商鞅变法对秦国的行

政系统进行了比较彻底地官僚化改造,加强了中央集权。 地方上,废封建而广设郡县,“集小乡邑聚

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 [5]2232。 如此,伍和里就成为一般的基层自治单位。 商鞅变法对秦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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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从官,从法也;以法自治而已”。 参见:蒋礼鸿《商君书锥指》,第 41 页。
参见:张觉《商君书校疏》,第 153 页。 《商君书》中与此有关的说法还有:“十里断者,国弱;九里断者,国强”(《去强》),“十里断者弱,以
五里断者强”(《说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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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行政系统的改造,实质上表达了新国家极力想要将自己的统治深入到基层、控制和汲取基层资源

的愿望。 正如张金光所言,商鞅变法后秦国实行郡、县、乡、里四级地方行政制度。 乡官拥有土地管

理权、生产的监督管理权、对人的管理权,具体经管国家租赋徭役的征敛。 乡官权重,加之以土地国

有制度为基础的官社经济体制,保证国家对于民间社会能够实行直接的集权统治[7]11、108、277、339。 如

果此说确实,那么秦国对基层民众实行的是“一竿子插到底”的直接统治,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基层民

众自治的空间。 然而,无论是古代国家抑或是近代国家,均具备多重职能。 国家在统治民众和汲取

资源之外,还必须提供一定的公共产品,如安全和秩序。 对于基层治理而言,在赋税和徭役的征发、
基本统治秩序的维护等方面,国家的强力确实一插到底;而在某些公共产品的提供和仅涉及当地民

众的公共事务治理方面,国家的全盘管控并不是理性的选择。 古代国家限于各种条件,诸多公共产

品皆无力提供,对基层的控制多聚焦于汲取资源。 因此,古代国家一般选择放权,让基层民众自己

组织起来管理某些公共事务,兴办某些公益事业。 如此,古代的基层自治空间要比现代的信息社会

更为广阔。
《商君书》对基层自治单位的活动并没有详细的说明,不过从《慎法》篇可以隐约窥见基层自治

组织的某些活动。 “夫以法相治,以数相举者,不能相益;訾言者,不能相损。 民见相誉无益,相管附

恶;见訾言无损,习相憎不相害也。 夫爱人者不阿,憎人者不害,爱恶各以其正,治之至也” [2]274。 这

一段话有讹误脱漏之处。 大意是说,如果实行法治,那么人们结成党羽互相吹捧得不到什么好处,
因憎恨而互相诽谤也不会给对方造成伤害。 如此,人们就会自觉地以法为准,尽量不受个人好恶的

影响来公正地对待别人,处理事务。 这说明在基层民众之中存在一定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公共空

间中,人们可以发表议论,做出某些决定,包括乡闾领袖的产生、公共收入的开支、宗教活动的举办

和成员之间纠纷的解决等等。 《商君书》没有明确说明如何产生乡闾领袖,是选举抑或政府指定。
不过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当地的强人、富人和年高德劭之人大概最有可能充任。 从《垦令》篇“公作

必疾,而私作不荒” [2]34 的说法来看,每个微型共同体大概都有一定的公共土地􀃊􀁉􀁕。 该共同体的成员

共同在这片土地上劳作(“公作”),所得收入归公,用以各种公共活动的开支。 对这笔公共收入的管

理,不是个别领袖能够独断的,而是由全体或大部分成员集体讨论后的共同约定。 从《韩非子·外

储说右下》所记的一桩秦国故事可以知道,宗教活动是基层民众重要的公共活动:“秦昭王有病,百
姓里买牛而家为王祷。 公孙述出见之,入贺王曰:‘百姓乃皆里买牛为王祷。’王使人问之,果有之。
王曰:‘訾之人二甲。’” [9]秦王生病,某个里的居民做出集体决定,买牛作为牺牲,且家家为秦王的健

康祈祷􀃊􀁉􀁖。 这无疑是一种自治行为。 从故事中来看,国家政权对于乡闾领袖或者说里正,具有相当

强的控制力。 中央集权国家一方面希望借助非官方的乡闾领袖执行某些公共职能,诸如征收赋役、
实行自我管理等,另一方面不允许地方势力尤其是个人权威的过度发展,以免出现对抗中央的离心

力量。 这实质上也是国家一定要主导基层自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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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社会的公共空间历来都有,春秋时期的子产不毁乡校是典型的例子。 秦统一之后,李斯上书所反对的“巷议” (《史记·李斯列

传》)仍然是存在于民间的公共空间。

 

一定的公共财产特别是公有土地是一个共同体能够实行自治的重要条件,是自治的经济基础。 因为公共财产或公有土地所产生的价值

能够为集体的公共活动和公益事业提供必要的开支。 恩格斯即已指出共有产权是自治的基础。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109-110 页。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在白起被逼自杀后,“秦人怜之,乡邑皆祭祀焉”。 这也是基层民众自发的宗教活动。 参见:(汉)司马迁

《史记》,中华书局,1959 年,第 233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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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在基层民众自治中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建立完善的法治,作为自治的基础和保障。 法治是

先秦法家学派尤其是商鞅学派的鲜明标签。 商鞅学派虽然认识到“国皆有法,而无使法必行之

法” [2]214 的深刻悖论,但仍然对国家实行法治才能富强这一信念抱有极大的信心。 就基层民众自治

而言,无论是个人层面的自治抑或是微型共同体层面的自治,都离不开规则,即法治。 “家断”、“以

五里断者王,以十里断者强” [2]153 中的“断”,所依据的正是国家的法令。 民众自觉地以法令为标准

来决断是非,实行自我管理,是因为国家法令“赏厚而信,刑重而必” [2]165,具有必信、必行的特点。
如所周知,商鞅在变法前夕曾徙木立信;太子犯法后,商鞅“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 [5]2231,毫
不含糊地向民众宣示了国家贯彻法令的诚意和决心。 告奸制的推行也让民众认识到法令的严格和

必行􀃊􀁉􀁗。 基于对人性趋利避害的认识,商鞅学派认定民众一旦清楚犯法所需要承担的刑罚,民众就

会自觉守法,达到自治的效果[10] 。 当然,仅靠威慑是不够的,商鞅学派还主张必须适时地给予人们

看得到摸得着的丰厚利益,“法明而民利之” [2]128。 遵守法令,努力耕战,不仅能保全自身,还有可能

改善经济和政治地位。 “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 [5]2230,“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

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 [2]233。
实际上,除国家的法令以外,为某个地域的人们广泛认可并遵守的乡俗、习惯等也可以作为基

层民众自治的规则。 然而,与国家法令相比,乡俗具有模糊性、歧义性、客观性不足的缺点,因此不

宜作为主要规则,仅可以充当次要规则。 就战国时期而言,适用于旧有血缘团体的习惯和乡俗,与
强调公共性的新型地域国家存在诸多尖锐的矛盾。 《商君书》极力排斥“六虱” “善民” [11] ,主张弱

民、胜民。 正是因为如此,有产有业、不劳而食的上层之民坚持传统的血缘伦理,并试图以此对抗国

家公权力。 所谓的“观俗立法则治” [2]100,并不意味着对传统和习俗的尊重,在立法的时候要给予充

分的考量,而是指在了解民俗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立法,从而移风易俗。 鼓励告奸,禁止邑斗,解散

朋党􀃊􀁉􀁘,既是对传统血缘伦理和私人道德的反对,也是在力图塑造与新型国家相适应的公共道德。
一旦这种公共道德形成风尚,那么就可以和国家法令相辅相成,作为基层民众自治的次要规则,而
且共同体成员在文化心理或者说价值观方面较大程度的同质性亦是自治的条件之一。 就此而言,
《商君书》通过“壹赏、壹刑、壹教” [2]190 所努力形塑的全国统一新风尚,对基层民众自治亦具有重要

意义。
民众能够依法自治,更重要地是因为国家制定的成文法,具有确定性、稳定性和公开性。 “国贵

少变” [2]57,国家的法令要保持稳定,不能任意改变。 如果有人擅自篡改法令,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有敢剟定法令,损益一字以上,罪死不赦” [2]280。 公开性方面,商鞅学派十分重视普法工作,希望

“愚知遍能知之” [2]288。 为此,各级政府均设置“法官”一职。 “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

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 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 [2]283,从天子或更准确地说秦国君

主的宫廷、中央的御史、丞相直到地方的郡县,都必须设置法官及其附属之吏。 这说明法治所针对

的不仅是底层的被统治者,还包括高高在上的统治阶级。 这对于“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传统

来讲,不啻是颠覆性的改造。 商鞅学派所设置的“法官”,与现代的法官具有明显的差异,其基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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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才指出,利益相关是自治形成的首要条件。 参见:邓大才《村民自治有效实现的条件研究》,《政治学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第 72
页。 告奸制在客观上起到了将共同体成员的利益紧密捆绑在一起的作用,当然,商鞅学派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并自觉地加以利用,我
们并不清楚。

 

“赏施于告奸”,“使民怯于邑斗”,“破胜党任”。 参见:张觉《商君书校疏》,第 116、136、2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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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不仅包括熟知国家法令,根据法令审理案件,还包括向辖区官员和百姓宣传法令,为他们提供法

律方面的咨询服务,“吏民知法令者,皆问法官,故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 [2]283。 既然全国的民众

都知法懂法,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法令就成为民众保护自己权益的武器,“遇民不修法,则问法官,法
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 公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

法” [2]283。 官吏如果非法对待民众,那么民众就可以从法官那里获得法律援助,以此保护自己不受

非法侵害。 显然,官吏必须在法令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公共权力,而且还要接受法官即相当于现代司

法系统的监督和制约。 更难能可贵的是,法官的广泛设立和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使得民众获得法

律救济更为方便,能够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利益。 实质上,司法在一定程度上与行政权力适度分离􀃊􀁉􀁙,
对于维护民众自治意义重大。 法的一个重要职能是“明分”,法令划定了以行政权力为主的国家公

权力的行使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即为滥用权力。 这相当于在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

治权利之间画了一道红线,从而有利于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特别是在行政权力相对强大的情形

下,法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基层自治权不被国家公权力过分侵蚀。 《商君书》基层自治思想中

所包含的司法与行政适度分离,司法监督行政且有权对行政行为进行判决,民众能够较为容易地获

得法律知识和法律援助等内容,对于我国目前基层民众自治尤其是村民自治实践中出现的法治缺

位、供应不足以及监督不力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商君书》基层民众自治思想的现代价值

周秦之际,社会剧变。 如何在这大变局中有效地治理地方和基层民众,是政治家和思想家所必

须思索和解决的时代之问。 如果单纯考虑君主自上而下的统治,很可能会忽略基层自治;如果重视

个人或宗族之类小集团的利益,谈论“自下而上”,则很可能会涉及基层自治。 《商君书》的难能可贵

之处恰恰在于,它在聚焦君主自上而下之统治的同时,又注意到基层民众自治的重要性。 《商君书》
无愧于古代一流的政治理论著作。

从西方近代以来对自治的认识及其实践来看,自治和民主选举、法治、个人自由、权利等现代性

概念和制度有着紧密关系。 自治排斥他治,是个人或共同体在理性判断基础上作出的自由自主的

选择。 现代自治强调,在确定的自治领域内国家权力不得任意干预;涉及到自治共同体的公共事务

应由共同体本身独立自主地作出决议。 就此而论,作为一种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典型自治思想,
《商君书》显然没有民主选举、民主监督等方面的内涵,亦缺乏对个人自由权利的重视和保护。 无

疑,《商君书》的基层民众自治笼罩在古代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之下,是中央集权体制在地方行政统

治方面的必要辅助和补充,因此不可避免的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然而,《商君书》重视法治和政

治制度建设,在国家的主导下有效地将法治与基层民众自治结合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具有

了相当鲜明的现代性特征􀃊􀁉􀁚。 在社会大变革和新型国家建构时期,如何将分散的民众有效地动员起

来融合到国家体制中,建立稳固的国家认同基础,实现国家纵向权力(公权力)与社会横向权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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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亨认为《定分》篇中“天子置三法官,殿中置一法官,御史置一法官及吏,丞相置一法官。 诸侯、郡、县皆各为置一法官及吏,皆此秦一

法官”中的“秦”字为“奉”字之误。 参见:高亨《商君书注译》,第 697-698 页。 若果真如此,就意味着各地各级的法官都由中央某一位

法官统一领导,而不受地方行政官员的指挥。 这就是司法独立的写照。

 

“法治是现代治理的第一个标志”,参见:叶自成《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本土思想渊源———商鞅法治精义及其时代意蕴》,《人民论坛·学

术前沿》,2014 年第 21 期,第 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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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权)的有机整合,这不仅是商鞅学派所面临的时代挑战,也是当代民众尤其是基层民众如何“进入

国家” [12] ,平衡国家政权和个人自由权利等重大问题的历史投影。 概言之,《商君书》基层民众自治

思想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以法律和制度明确划定国家公权力,尤其是地方政府和基层民众自治二者各自的范

围,在二者之间保持良性互动和动态平衡。 《修权》篇曰:“立法明分” [2]166。 法令规定了国家公权力

的行使范围,如果超出这一范围即为滥用权力。 这相当于在国家的纵向权力和社会的横向自治权

利之间画了一道红线,从而有利于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 特别是在行政权力相对强大的情形下,法
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基层自治权不被国家公权力所侵蚀。 这种做法值得借鉴。 以现代的村民

自治为例,在各种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压力下,地方政府会采取各种行政措施控制村民委员会,将
村民委员会行政化[13] 。 而村民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本应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真
正当家做主” [14]的自治组织,不应该承担过多的行政职能,更不应该因此弱化甚至架空村民自治。
村民自治悬空或曰空壳化的化解之道,在于健全和强化县级政府职能部门如公安、工商、税收、计
生、教育的派出机构[15] ,减轻村委会执行上级乡镇政府命令的行政负担,从而更好地将村民自治落

到实处。 而真正落地的村民自治,不仅从长远来看有利于地方政府的业绩,而且对于普通民众“进

入国家”,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基层民众自治不仅是商鞅学派针对战国时期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秦国实际情况所制

定的政策,更展现了他们在面对紧迫的时代问题时应对挑战的致思理路。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社会

结构的巨大变迁,如何在这剧烈变化、战争频仍的残酷时代让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生存下去并得到较

好的发展,建立新型的中央集权式君主制国家就是商鞅学派给出的答案。 新国家力图扫除旧制度,
打击旧贵族,采用官僚制加强对地方的控制。 考虑到国家实际的经济水平和财政能力以及官僚制

固有的弊端,国家对基层民众不能实行垂直式的直接治理,而是应该放手让民众自我治理。 在国家

主导下的基层民众自治,有效地将分散的民众动员起来抟聚在国家体制中,不仅可以提高国家对底

层资源的汲取能力,提升国家实力,而且通过给予民众自治权,提供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还可以培

养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巩固统治基础。 这对于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无疑是一笔宝

贵的本土历史资源和思想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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